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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 

洪学婷 黄震方 于逢荷 沈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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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文旅融合是旅游体验深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在建构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模型，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对象，分析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长三

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存在时空分异。时间方面，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的综合评价系数呈现缓慢增长

的趋势，地区多处于良性耦合阶段，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均呈缓慢增长趋势。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上海

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等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产业发展好，耦合协调度较高。②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较

少，保持原有类型的概率较高，转移概率受到空间滞后的影响，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地区为邻，耦合协调度向下

转移概率将增加，反之亦然。③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环境、

人才等因素的影响。④旅游开发消费利用了地区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应实施文化补偿策略，可通过对地

方居民的补偿或形成集体性质的保护基金，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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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国家旅游发展战略，文化和旅游将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以增强文化

活力，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1］。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地方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其内涵、丰度、品位等

不仅会影响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也会影响地方旅游形象的树立。而旅游是地方文化活化、传播、传承的重要载体，能有效促进

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同的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存在差异，部分城市能充分挖掘文化资源，

高效利用文化资源，而部分城市虽文化资源丰厚，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却未能有效发挥文化对旅游的溢出效应。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和重要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旅游发展规划的灵魂。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资源如何补偿至关重要，但在市场经济

影响下，秉承着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以及旅游外部性效益弱化了开发者对文化资源的补偿意识。如何科

学评价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的耦合程度，探讨文化资源的补偿机制，是旅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文化资源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可供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开发利用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

性［2］。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关系的研究在逐步深化，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与细致。国外学者多从文化旅游的视角探

讨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Artal-Tur 等分析了文化活动在吸引长途和首次来西班牙的游客中的主导作用
［3］
。Cisneros-Martfnez

等展示了文化旅游在弱化季节性方面的作用［4］。Connell指出电影《指环王》《泰囵》等文化传媒对旅游流具有显著的吸引力［5］。

以文化为吸引力的旅游体验可被细分为遗产旅游、艺术旅游、美食旅游、电影旅游和创意旅游等形式［6］，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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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不同动机驱动的旅游者。国内文化旅游关注了古村落旅游地客源特征、旅游者感知、发展模式等方面［7-8］，翁时秀等提出

在旅游发展初期，古村落地区社区和心理增权较迫切［9］。文化补偿方面，多位学者从社区增权、利益相关者以及文化生态补偿

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解析
［10］

。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已有研究对生态环境、城镇化、旅游产业与环境污染等系统之间的耦

合关系进行了分析［11］。孙剑锋等对山东省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进行了协调程度的评价分析，并指出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水平总

体不高，为濒临失调状态［12］。旅游业与文化资源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性，地方的文化资源禀赋是旅游发展的前提，旅游的发展

助推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二者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耦合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反映地区文化

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与协调程度。 

总体来看，文化旅游、文化资源补偿以及耦合协调度方面［13-15］的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尺度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关

系研究有待深化，对于文化资源补偿问题探讨较为迫切。本研究旨在通过耦合协调理论，刻画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

关系，测算协调度数值以及评价耦合情况，总结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程度，探究文化资源补偿机制,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

支撑和应用模式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同时，长三角地区属吴越文化区，

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对文化资源的挖掘是推进该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值得检

验的代表性区域。在对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中，指标选择非常关键。综合前人研究成果［16］，以 2000-2018 年长

三角 26 个核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系统的指标体系，共选择 22 个指标（表 1）。文化的创造和演化与自

然环境密不可分，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和生态融合的特色日益明显，故在广泛运用的“物质文化（含

文化设施）”和“非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增加“生态文化”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统计

公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来自于国家文物局公布名录。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物质类文化资源来源于各地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体数）来源于各地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网等。由于选取指标数据标准不同，数据间的量纲、量级存在差异，使用极差标准化进行数据处理，缺失值通过

插值法补足。 

1.2 研究方法 

1.2.1 耦合协调模型 

物理学领域中的多系统耦合协调理论，描述开放系统中两个或以上的子系统基于某种性质的联系而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以致协同演化的现象［17］。系统内部要素互动和谐，为良性耦合，反之，则为恶性耦合。耦合度是衡量系统要素彼

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协调度是要素协调的水平。 

表 1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系统指标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文化资源 
物质文化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A级以上

旅游景区数量、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博物馆数量、图书馆数量、文化馆数量 

非物质文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态文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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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 
旅游绩效 旅游总收人/亿元、国际旅游创汇/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次/万人次、国际旅游人次/万人次 

旅游要素 旅行社数量、住宿设施数量 

 

①计算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式中：Ui和 Ei 表示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Aij和 Bij 为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值乘积，权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

定。 

②计算系统耦合度，其表达式为［18］: 

 

式中：Ci为耦合度，范围为［0，1］。当 Ci=0时，说明系统内部要素处于无关状态，当 Ci=1时，表明子系统之间达到良性

耦合。 

③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反映耦合协调水平的差异，其计算公式［19］为： 

 

式中：Ci为耦合度；Di为耦合协调度；Ti为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子系统的重要程度，因决定地区

旅游发展水平的要素不仅包括文化资源，还包括经济发展等要素，因此α、β分别取值 0.4 和 0.6
［20］

。参考前人对耦合度和协

调度等级的划分
［21-22］

，将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别划分为四个等级（表 2）。 

表 2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度量标准及类型 

C值区间 耦合度类型 D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0≤C≤0.3 恶性耦合 0≤D≤0.3 低度耦合协调 

0.3＜C≤0.5 拮抗阶段 0.3＜D≤0.5 中度耦合协调 

0.5＜C≤0.8 磨合阶段 0.5＜D≤0.8 高度耦合协调 

0.8＜C≤1 良性耦合 0.8＜D≤1 极度耦合协调 

 

1.2.2 空间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能够有效刻画事物的演变过程，研究中将耦合协调度离散化为不同的状态水平，计算其状态转移的概率［23］。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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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马尔科夫链在考虑空间数据特征时，通过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滞后算子的乘积来确定邻域状态，将原始的 k×k条件转移矩阵

转换为 k个 k×k的条件转移矩阵，考虑空间影响。具体方法来源见蒲英霞等［24］的研究。 

1.2.3 固定效应模型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要素的影响，可通过面板数据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面板数据能够控制不可观测效应，提高样本量，增加自由度，有助于缓解共线性问题。面板数据的回归有混合回归模型、固定

效应模型和随机模型［25］。首先，单位根检验考察各变量面板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其次，为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混合效应模型，

进行 F 检验;最后，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26］，以确定面板数据的适应模型。通过 2000-2017 年

2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仅对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进行分析，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 

2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 

2.1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度的时序变动 

依据 2000-2018 年的指标数据，分别计算出各个年份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资源评价指数、旅游发展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

协调度均值，如图 1所示。耦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波动幅度较小。从耦合度数值来看，地区均值都处在 0.7～1.0之间，主

要处于磨合与良性耦合之间。2000-2002 年'主要处于 0.7～0.8 之间，处于磨合阶段，2003-2018 年 C 处于 0.8～0.9 之间，尤

其是 2013年之后，00.9，处于良性耦合阶段。耦合度是对系统之间关联程度的反映，表明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评价指数之间

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文化资源有利于提升地方旅游的特色、品质与效益，旅游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扩展。

其中，2003 年的旅游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上海市的旅游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极值减小，使得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水平

趋于平均，而呈现出旅游发展综合系数较高，产生耦合协调度虚高的情况。 

长三角地区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不高，地区均值处于 0.3～0.5 之间，属于中度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度能反映系

统内城市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来看，区域内旅游发展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协调程度还处于中低水平，并呈现不断协调发展的趋

势。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多数城市旅游产业与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过程并没有形成良性

发展，两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相对较差。 

结合旅游发展与文化资源综合参量曲线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历年的文化资源指数呈波状起伏，增长缓慢，文化资源的形

成相对缓慢。而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与保护，文化资源指标显著增长，文化资源指数也呈现总体增长趋势。旅游

产业综合评分逐年增长，但是，系统内旅游发展滞后于文化资源增长的水平，旅游发展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完全、不充分，这

是引起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处于低度协调的主要原因。同时，旅游发展与文化资源的评价指数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主要

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增速相对较快，旅游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地方文化资源，未来旅游业的评价指数将超越文化资源指数，旅游业

对文化资源的利用水平将显著提升。 

2.2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时序演化是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纵向比较长三角地区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子系统以及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趋势，

为了更加全面分析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异，选取 2000和 2018 年的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的综合评价系数以及 2000、2010

年和 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作为评价对象，运用 ArcGIS绘制长三角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色彩分异图。 

2.2.1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评价指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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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文化资源禀赋较高(图 2)，2000 年，上海市(0.608)、苏州市(0.536)的文化资源处于区域领先地位，杭州市、

南京市文化资源也较为丰厚，文化资源评价指数处于 0.4～0.5 之间。区域文化赋存较低的城市是铜陵市、泰州市、芜湖市、马

鞍山市等，评价指数均处于 0.1 之下，其中，上海市文化评价指数是芜湖市的 10.240 倍。至 2018 年，上海市、杭州市、苏州

市文化资源处于领先地位，评级指数高于0.5，南京市、宁波市、金华市、绍兴市、台州市和安庆市文化资源禀赋较高，评价指

数处于 0.3～0.5 之间，南京市评价指数为 0.445。舟山市、泰州市与马鞍山市处于文化资源评价较低的状态，上海市是舟山市

的 10.010倍。其中，金华市、台州市与宣城市文化资源禀赋首末年差值较大，增长较快。 

 

图 1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评价指数与耦合度、协调度变化趋势 

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图 3)呈现不断变化的格局,2000 年，旅游发展以上海市和杭州市为主力，旅游评价指数分别为

0.990 和 0.393，上海市的城市首位度高，且作为省级行政区划，旅游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南京市旅游产业评价指数处于

0.2-0.3 之间，位于第二梯队，宁波市、苏州市、无锡市处于第三梯队，旅游产业评价指数处于 0.1～0.2 之间。安庆市、绍兴

市、金华市等城市评价均值均小于 0.1，马鞍山市、泰州市、铜陵市、芜湖市评价值最小。至 2018年，形成以上海市、杭州市、

苏州市领先发展，南京市、合肥市、宁波市、嘉兴市同步发展的格局。旅游产业评价指数分别处于 0.3～1 和 0.2-0.3 之间。其

中，合肥市、杭州市、宁波市与嘉兴市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增长较快。合肥市经济发展迅速，作为省会城市，旅游地位日益

凸显，同时，也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杭州市旅游创新举措，旅游取得长效发展。 

2.2.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分析 

为进一步演示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基于 3 个时间截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

绘制了文化资源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图 4）。总体上，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交互耦合状态处于不断

发展变化过程中，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分异。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耦合协调度主要位于低度和中度耦合协调状态。

上海市与省会城市如杭州市、南京市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上海市处于极度协调地区，耦合协调值在 0.8 以上。杭州市、苏州

市、南京市与宁波市次之，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地区。东、南部耦合协调度较高，苏北城市和安徽省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度较低。

从空间分异图来看，大致呈现中间突出，南部高于北部，东部高于西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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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文化资源综合评价指数 

 

图 3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 

具体来看:①极度耦合协调地区：2000-2018 年一直为上海市。上海市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

济基础，旅游产业发展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人境旅游人次遥遥领先，同时具备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评价与旅游产

业评价均维持较高水平，一直处于极度耦合协调的状态。②高度耦合协调地区：2000 年包括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依赖于

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形成高度发达的旅游产业，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度较好。2010 年宁波市成

为高度耦合协调地区，2018 年依旧保持不变。③中度耦合协调地区:2000 年包括无锡市、扬州市、镇江市、绍兴市和宁波市。

2010 年，南通市、金华市、台州市、湖州市、嘉兴市、常州市、安庆市与铜陵市成为中度耦合协调地区。2018 年，合肥市、池

州市、芜湖市成为中度耦合协调地区。④低度耦合协调地区:2000 年低耦合协调城市较多，至 2018 年只包括滁州市、马鞍山市、

宣城市、泰州市、盐城市以及舟山市。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水平与文化赋存值互动较差，形成较低的耦合协调度。舟山市的旅

游发展主要依赖于地方的海洋资源，与文化资源互动较为匮乏。而宣城市虽然文化禀赋较好，但是旅游发展对文化的助力较差，

未有效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以及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在不断增

加。嘉兴市、合肥市、台州市、金华市与湖州市是首末年协调度变动值最大的城市，说明，地区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的

互动协调呈现向好趋势。 

长三角城市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可划分成两类，第一种是 Ui>Ei，即旅游发展落后型，文化资源评价指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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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旅游产业的评分值，文化资源对旅游产业的贡献大于旅游产业对文化产业的贡献，长三角地区城市主要为这种类型。旅游产

业高度依赖地区文化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展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有待深化，对文化资源的推进较为滞后。第二种是Ui<Ei，

即文化发展落后型，文化资源小于旅游产业评分值，地方文化资源对旅游产业的支持不能满足旅游的发展需求，上海市和 2012

年后的合肥市是主要的代表城市，该类城市旅游的发展不完全依赖于文化资源，而更依赖于地方的市场规模、旅游投资、市场

营销、基础设施、区位等其他因素。 

2.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 

利用马尔科夫链，得到 2000-2018 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转移矩阵（表 3）。矩阵中，高值主要位于对角线上，说明耦合协调

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通过对角线上的数据可知，耦合协调度保持原有类型的概率至少是 89.7%。耦合协调度的不同类型间发生

变化的最大可能性为 10.3%，即从低度耦合协调转移为中度耦合协调。从高度向中度耦合协调度转移概率大于从中度向高度的转

移概率，说明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转移存在反复的过程，转移升级较为困难。耦合协调度只有邻近的转移，没有跨越式的变化。 

 

图 4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表 3马尔科夫转移矩阵(k=4) 

Ti/ti+1 n 低度耦合协调 中度耦合协调 高度耦合协调 极度耦合协调 

低度耦合协调 185 0.897 0.103 0.000 0.000 

中度耦合协调 194 0.046 0.948 0.005 0.000 

高度耦合协调 71 0.000 0.014 0.986 0.000 

极度耦合协调 18 0.000 0.000 0.000 1 

 

空间马尔科夫链能够探测邻域地区的水平对本地区变动的影响作用。考虑空间效应，空间中的事物是相互影响和关联的，

城市耦合协调度的转移会受到邻域状态的影响。建构 2000-2018 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转移矩阵，探究城市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

业的耦合协调度在周边地区影响下的转移概率(表 4)。 

表 4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k=4) 

空间滞后 n ti/ti+1 1 2 3 4 空间滞后 n ti/ti+1 1       2 3 4 

 81 1 0.889 0.111 0.000 0.000  16 1 0.875 0.125 0.000 0.000 

 39 2 0.103 0.897 0.000 0.000 3 37 2 0.027 0.973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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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3 0.000 0.050 0.950 0.000 13 3 0.000 0.000 1.000 0.000 

 0 4 0.000 0.000 0.000 0.000  10 4 0.000 0.000 0.000 1.000 

 88 1 0.909 0.091 0.000 0.000  0 1 0.000 0.000 0.000 0.000 

2 
118 2 0.000 0.958 0.034 0.008 

4 
0 2 0.000 0.000 0.000 0.000 

38 3 0.000 0.000 1.000 0.000 0 3 0.000 0.000 0.000 0.000 

 8 4 0.000 0.000 0.000 0.000  0 4 0.000 0.000 0.000 0.000 

 

邻域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对地区的影响作用是存在的。不同的邻域耦合水平对地区耦合水平演变的影响不同，与低水平

的耦合协调度地区为邻，耦合协调度向下转移概率将增加。空间滞后为 1 即周边地区为低度耦合的情况下，从中度耦合向低度

耦合协调转移的概率为 10.3%，高于原有的 4.6%。从高度耦合向低度耦合协调转移概率为 5%，高于原有的概率 1.4%。与高水平

的耦合协调度地区为邻，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也将增加。周边地区为中度耦合协调的情况下(空间滞后=2)，中度耦合协

调向高度耦合协调转移概率从 0.5%增加至 3.4%。空间滞后为 3 的情况下，从低耦合度向中度耦合度的转移概率为 12.5%。地区

同等水平间转移的概率变化随着其邻域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即空间滞后为 1也就是邻域水平较低时，同等水平间转移概率较低，

空间滞后为 3的情况下，同等水平间转移概率相对较高。 

2.4 耦合度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不仅依赖于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同时也依赖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人才等要素，分别通过城市人均 GDP（X1）和固定资产投资（X2）、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3）

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X4）、公路里程数（X5）和年末实有出租车（X6）、城市绿地面积（X7）、普通高等学校数（X8）和高等学

校在校生人数（X9）指标进行模型的检验，数据单位不同，通过极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平稳性检验（表 5），

选择同根单位根的 LLC和检验不同单位根的 Fisher-ADF 进行检验，均在 0.1%水平上通过一阶平稳性检验。 

表 5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Method Statistic Prob 变量 Method Statistic Prob 

D 
LLC -23.381 0.000 

X5 
LLC -15.166 0.000 

ADF 363.546 0.000 ADF -14.079 0.000 

X1 
LLC -14.072 0.000 

X6 
LLC -10.879 0.000 

ADF 242.307 0.000 ADF 236.651 0.000 

X2 
LLC -23.348 0.000 

X7 
LLC -41.904 0.000 

ADF 430.210 0.000 ADF 1173.630 0.000 

X3 
LLC -23.716 0.000 

X8 
LLC -16.268 0.000 

ADF 359.043 0.000 ADF 289.102 0.000 

X4 
LLC -11.937 0.000 

X9 
LLC -21.523 0.000 

ADF -14.929 0.000 ADF 375.026 0.000 

 

为确定模型固定效应还是混合效应模型进行 F值检验，F统计量定义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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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1=0.571，S2=2.689，N=26，T=18，K=6，F=7.072>F0.01（150，286）=1.384，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拒绝了混合

效应模型。为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进行了 Hausman 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P=0.000，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较

为合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6。调整后的 R2=0.972，F统计值显著，D.W=1.053，非严重自相关。 

表 6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路径系数 

常数 C 0.547***(9.341) 

经济发展 
X1：人均GDP 0.068**(3.312) 

X2：固定资产投资 0.026(1.797) 

市场需求 
X3：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053*(2.551) 

X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0.345***(5.513) 

基础设施 
X5：公路里程数 0.053***(4.498) 

X6：年末实有出租车 0.223*(2.267) 

城市环境 X7：城市绿地面积 0.045***(3.915) 

人才因素 
X8：普通高等学校数 0.139**(3.018) 

X9：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0.108*(2.160) 

 

注:***、**、*分别表示路径系数通过了0.1%、l%、5%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 T统计值。 

耦合协调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人才因素显著正相关。①人均 GDP 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正向影响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人均 GDP 越高，耦合协调度越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

响文旅耦合协调程度。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旅游开发中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也依赖于地方的资金、技术等要素，

经济基础越好越能增强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②市场需求分别在 5%和 0.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因变量。地方市场越广阔，

越有助于推进旅游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增强旅游对文化资源的反馈。③基础设施分别在0.1%和 5%的水平下显著。地

区的基础设施影响地区旅游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对相对封闭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完善的设施是文旅耦

合协调的基础条件。④城市的环境要素对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引导作用，城市环境也是文化资源与旅游产

业融合的基础。⑤人才也是重要因素。地方人才素质分别在1%和 5%的水平下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够影响对

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在文化资源活化、创新营销、提升旅游文化内涵等发面发挥作用。 

从个体对总体的偏离结果（表 7）来看，不同个体的影响因素差距较大。安徽省的城市多为负值，江苏、浙江省的城市多为

正值，高度耦合协调的城市偏离较大，如苏州、杭州、宁波等，自我调节能力强，受到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少，而文化滞后

型城市和低度耦合协调地区偏离值多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小，耦合协调度独立性差，如合肥、上海市等，更多依赖于地区的经济

水平、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 

表 7各城市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偏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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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偏离系数 城市 偏离系数 

苏州市 0.219 池州市 0.013 

宁波市 0.127 南京市 -0.020 

杭州市 0.126 舟山市 -0.037 

金华市 0.105 宣城市 -0.044 

绍兴市 0.095 南通市 -0.049 

扬州市 0.064 上海市 -0.065 

安庆市 0.047 常州市 -0.053 

台州市 0.041 马鞍山市 -0.083 

嘉兴市 0.039 盐城市 -0.099 

无锡市 0.039 泰州市 -0.108 

湖州市 0.033 滁州市 -0.115 

镇江市 0.024 芜湖市 -0.116 

铜陵市 0.015 合肥市 -0.181 

 

3 旅游地文化补偿机制 

3.1 文化补偿逻辑起点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具有较高的耦合性，然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保护、重索取轻

回馈现象，导致文化资源补偿机制相对缺失，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耦合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动力相对不足。对地方文化资源

补偿机制的探讨，有利于推动文旅融合进一步深人发展。文化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缺乏补偿，可以从公共物品理论、产权视

角以及外部性理论寻找原因。就公共物品理论而言，地区的文化资源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28］

，

即地区旅游对文化的利用并不显著影响地方居民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如对古镇地区民居的游览并不会影响居民对住宅的使用，

进而忽视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资源主体地位以及在保护与传承中发挥的作用。 

从产权视角考虑，现代文化资源通过版权来保护文化所有者权益，而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资源，资源主

体难以界定，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地区地方居民在文化资源的传承、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居民在民族村寨中的

权属地位应该被明确，古镇旅游地原著居民的文化资源（建筑、乡村氛围）主体地位不应被忽视。 

就外部性理论而言，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29］，地

方旅游活动的展开给予了部分居民可开展旅游活动的机会，部分居民据此获得一定收益，产生了外部性效益。也是基于此，景

区开发者以及地方居民在文化补偿方面的意识均较薄弱。 

旅游研究领域还从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等理论视角涉及到地方文化资源补偿问题。在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开发主体消费

并利用了文化资源，部分旅游开发行为更是损毁和破坏了文化资源。古镇以及民族村寨的社区居民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承者和传

播者，在地方文化生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被忽视，地位也被弱化。从以上理论出发，通过补偿来协调旅游地文化资源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 

从实践中检验，现实中部分地区已经实行文化资源补偿的机制，宏村的宅基地为村民所有，村民能从门票收人中获得一定

比例的分红;同里实行旅游收益反哺居民制度，镇区居民每人每年可免费获取古镇门票一张，并对居住于古镇区的居民实行水、

电费补贴
M
;龙川景区实行旅游企业补贴居民的政策，但社区居民较少从旅游活动中获取分红，与当地民营旅游企业之间产生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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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31］。文化资源的补偿问题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践，如何均衡地区居民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资

源的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测算、补偿方法等调节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以形成有效的文化补偿机制（图5）。 

 

图 5文化资源补偿机制 

3.2 文化补偿主体界定 

基于谁受益谁补偿的基本原则，旅游地文化补偿的主体应为地方文化资源获益者、破坏者或使用者，主要为旅游开发单位，

不同旅游地具有不同的开发主体，总体而言，主要包括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旅游企业）。旅游者虽然并未从地方文化资源中获

取利益，但是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消费者，也应该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补偿者。旅游小企业主同样也是受益于地方文化资源，

同样也是补偿主体。被补偿对象包括文化资源和文化传承者与保护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文化面临着失真的风险，文化

补偿机制应注重补偿文化自身。文化资源的补偿机制应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对地方文化资源的

守护者、传承者作出补偿，激励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本质而言，对文化传承者与保护者的补偿也是对文化资源的补偿，根

本目的是更好地保护文化资源。 

3.3 文化补偿方法 

文化补偿的测算方法包括功能价值法、市场理论法与半市场理论法
［32-34］

等。按照价值理论法，旅游地文化补偿的标准依赖

于地方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估值。因此，有学者提出利用一个调整系数［35］，将文化资源的经济估值与系数相乘从而得到可以接

受的文化补偿标准。这里的系数为文化资源对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旅游目的地旅游收人来源差异较大，不同类型的旅游地文化

资源对旅游业的贡献率也不同，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地来确定旅游产业对文化资源的补偿系数也是很大的问题。 

市场法理论将文化资源看成商品，买卖双方分别是文化补偿的补偿者与受偿者。文化资源的补偿者包括旅游企业与旅游者，

文化资源的受偿者为文化资源的所有者或保护者等，旅游者的门票消费中划出部分资金作为文化资源的补偿基金，旅游企业同

时也依据市场性原则，购买地方文化资源的使用权限，或是提供不同比例的旅游收人来资助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以维护地方

文化资源的原真性。 

半市场补偿法，即通过测算文化资源的机会成本或通过调查法来询问被调查者愿意支付旅游地文化保护的金额来衡量补偿

金额。半市场理论的代表方法就是机会成本和意愿调查等，面对复杂情况，尤其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主体应共同参与，

推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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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量之下，可通过市场法购买地方文化资源的使用年限，按营业收人或定额提供文化补偿费，用于地方居民的补偿，

或形成集体性质的保护基金，用于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等方

面，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人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中，引领社会资本对文化资源的维护和补偿。目前阶段，文化补偿主要是现

金补偿，在旅游地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补偿方案，成熟和发展期可采用文化补偿税、投资、政策支持、就业、基金等

补偿方案。补偿方案应是综合、多元、长效、差异性的，以提高地方居民保护文化资源的主动性、积极性。通过补偿机制，增

强文化保护传承的动力，提高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社区参与，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空间矩阵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

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基于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的高度耦合性，提出文化资源补偿的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①从时间趋势来看，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度水平较高，耦合度与协调度均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从空间结构来看，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重叠性，文化资源丰厚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形成以上海市为中心，

杭州市、苏州市、南京市、宁波市为副核心的空间结构。耦合协调类型中，上海市和合肥市等属于文化资源滞后型，其他城市

均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有待深人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②耦合协调度保持原有类型的概率较高，跨状态转移中从低度转移为中度耦合协调概率较高。转移概率还受到空间滞后的

影响，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地区为邻，耦合协调度向下转移概率将增加，反之亦然。 

③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人才因素的正向影响。高度耦合协调的城市偏离较小，

耦合协调度具有稳定性，而中度和低度耦合协调地区偏离较大，更受到地区的经济、人才、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④鉴于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文化资源的产权归属难以确定，以及外部性效应等方面的原因，文化资源的价值被忽视，同

时旅游开发不仅利用了地区的文化资源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此，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应实施文化补偿策略。可通过市

场法购买地方文化资源的使用年限，按营业收人或定额提供文化补偿费，用于地方居民的补偿，或形成集体性质的保护基金，

来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是提升旅游品质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

的耦合、演化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效评价地区对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同时证实了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不具有资源诅

咒效应，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具有较高的耦合性，耦合协调性也具有空间异质性。研究也存在局限，文化资源的动态变化要显

著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的动态变动较差，且是通过政府颁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惰性。后续研究

中可建构更加详细的文化资源数据，通过大数据等技术与手段，从不同的时空尺度探究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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